
屈复，字见心，号悔翁，晚号金粟老人，又世称

“关西夫子”，陕西蒲城人，清朝著名诗人和学者。
屈复生于康熙七年，主要活动于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因此，从历史角度上来看，屈复并没有经历
明亡清代的过程，彻彻底底是一个“清朝人”。然
而，在屈复的著作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

种明朝“遗臣行人”的感伤情志和心理特征。
关于“遗民”的定义，众学者往往把关注的焦
点集中在“遗民”的时空概念上，把“遗民”群体的
特殊时空跨度作为其定义和界定的黄金标准。何
冠彪就将明“遗民”界定为“明亡后不再干谒禄位
的人，且只要一日未仕清，仍当做遗民看待”[1]105。
其潜在默认前提就是明“遗民”必须跨越两朝，经
历明清易代。谢正光也认为“明遗民者，殆其生于

明而拒仕于清”[2]1。因此，从时间意义上看，屈复并
不是明“遗民”；但就其文论诗作来研读，自始至终
都传递着一种与明“遗民”类似的、对前明王朝难
以明说的眷恋痛切之情，以及对清室在政治立场

上的不仕与拒绝态度。屈复的这种相通于“遗民”
的情怀与节操，成为其文学创作的主基调，以致孙

静庵在编写《明遗民录》时，竟也把屈复记录在册。
清代的诗坛士子，在经历了明清易代之际满

人入主中原强烈的心灵震荡和冲击之后，随着政

局的明朗和清王朝立国统治的愈加稳固，清室的

盛世之势已使得恢复大明王朝更多地成为了一种

镜花水月式、不切实际的幻想。文人士子在失望与
无望中，大多渐渐忘却了亡国之痛和故国旧梦，民

族感情也随之逐渐淡薄，他们大多加入应科举、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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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屈复并没有经历明清易代的过程，彻彻底底是一个“清朝人”。然而，在屈复的
著作中，却往往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明朝“遗臣行人”的感伤情志和心理特征，即“遗民情结”。屈复在其晚
年所作《楚辞新注》中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情结”。他自发把注疏《楚辞》，作为一种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
与方式，并当作寄托个人“遗民情志”的特殊载具。文中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屈原异代同心、感同身受
的“黍离之悲”，这是屈复“遗民心境”的写照与感触；而屈复所高度肯定、钦慕推崇的忠君忧国的“屈原之志”，
更是“精神遗民”屈复自我激励、砥砺志节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楚辞新注》中强烈浓厚的“遗民情结”，使它染
有屈复独立特行的个人色彩，在清代众多楚辞注疏中显得含蓄深沉、情志高远、极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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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词的文人学士大军中，一时知识分子皆入清王

朝笼络彀中。于是，具有“遗民情结”的屈复，就在
充满了集权和压制的清朝文坛焕发出强烈的个性

色彩，展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异军”的姿态。而屈
复《楚辞新注》撰著于七十一岁高龄，“始戊午正
月，三月而毕”[3]1，更是一气呵成，尽寄情思、酣畅
淋漓，充满了浓烈刻骨的“遗民情结”。

一、“黍离之悲”———遗民心境的写照

《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首先表现在屈
复对于《楚辞》中屈原被流放心境的极力渲染和深
刻阐释中，多关注阐发其中的羁旅之思、故国之痛
和黍离之悲。
第一，屈复《楚辞新注》常暗含“黍离之悲”的

原因。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乃作《楚辞》，以抒其穷
途羁旅之上，深尝“彼黍离离”之悲、念土思国之痛
和楚国将亡之忧愤。《楚辞》中屈原的这种际遇与
心境，正与当时已经老迈却不得归乡、同时又眷恋
前明、坚守夷夏大防“遗民心态”的屈复相契合。屈
复二十七岁便辞家漫游，曾到过河南、山东、江苏、
浙江和北京等地，前后五十多年，一直流寓他乡。
其间也曾多次意欲重归关中故里，晚年甚至已正

式启程返乡，在与当地亲友作别后，绕道至郯城，

但终因在郯城痼疾发作、体力难支，不得成行。直
至七十八岁辞世，屈复都一直被困于羁旅穷途之

中。清代马璞《弱水草堂诗集·序》谓“悔翁楚系而
家秦，年二十五东游，流寓于郯子之国，历齐鲁吴

越燕赵之郊数十年，孤贫且老，更滞迹蓟门。东阻
海涯，西望渭水，关山夕阳，凭吊何极”[4]。《清朝名
家诗钞小传》简述屈复流徙经历“是自其少年
时，即弃帖括不事，只身走万里。寓沂郯间最久，
既乃至吴楚之闽越。垂老乃转徙之京师，以诗学
教授”[5]391。屈复本人也作诗《留别王介山史君》：
“七十有七龄，半百在行旅。”[6]581异乡愁途、悲凉强
烈的羁旅之思，往往更能牵扯勾唤起亡国失家的

创痛苦恨。加之清王朝时期的高压统治和类似于
文字狱等对知识分子的严苛管控。于是，屈复把注
疏《楚辞》，作为了他情感曲折表达和肆意宣泄的
出口。屈复反复陈词其中的离楚流放之痛、怀君忧
国之心和伤楚哀郢之情，把自己满腔难以道出的

“遗民情结”借助于对《楚辞》中的羁旅之思和黍离

之悲的阐释及渲染抒发出来。
《楚辞新注·自序》中云：“甲戌春，由梁晋燕赵
登泰山，观沧海，谒夫子庙庭，得观车服礼器，窃叹

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既游吴越，访古金陵，俯
仰延佇，而不能去。遥望荆郢，郁葱之气，涌耀夕阳
乱流间，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国耶？将
扬帆破浪，问江界之遗风与所谓两东门者，不果。
而美人芳草，益渺渺兴怀，乃集《楚辞新注》。……
呜呼！四十五年之奔走，盖亦出于跋涉艰辛、穷愁
迫阨之余者也。”[3]1无论是泰山、沧海、夫子庙庭，
还是吴越、古金陵，屈复奔走游历的莫不是流淌在
民族血脉中、被打上了强烈文化烙印、甚至已成为
一种符号与象征的历史古迹。现实无奈的辞别故
土、离家远游，与眼前充满了历史硝烟与故国记忆
的景象相重合，故国之思与易代感怀使得屈复百

感交集、溢于胸怀、情难自已，不禁抒发“此非吾二
千年之故国”的慨叹。遥望荆郢楚地，欲寻江界遗
风与两东门无果，屈复由个人际遇联想到千年前

屈原的忠而见放、报国无门。《自序》所言“美人芳
草”，不仅是对屈原《楚辞》、尤其《离骚》中所描摹
之景的想象；更是由《楚辞》所喻楚国君王和良臣
美德牵引出自己对于前明兴亡旧梦的重温与慨

叹。神州陆沉，随着那天崩地解的历史变局，深怀
“遗民情结”的士大夫屈复的人生也随之注定断成
两截：一端是前明江山易主痛切的集体记忆；另一

端则是显得边缘化的在政治立场上对于清室的疏

离与拒绝。这种阻断与追怀、无所适从与遥不可
及，在《楚辞》“美人芳草”的惹引下，于现实茫茫无
际的异土愁途之上，渺渺于胸，牵惹心怀。于是，
《楚辞新注》乃成，屈复在此《自序》中道明了《楚辞
新注》成书的背景和成因。其言“然往往一吟其可
解者，则回风雨雪，身置湘沅”[3]1，“呜呼！四十五年
之奔走，盖亦出于跋涉艰辛、穷愁迫阨之余者也”[3]1，
则更是把《楚辞》的阅读体验和自身漂泊的茫然无
力之感，屈原楚国的历史悲剧和明室覆灭的相似

之创痛融合到了一起。
第二，屈复注疏《楚辞》，借助屈原抒发羁旅之
思和黍离之悲，多用“寄托”之法，这对先前众学者
是创新之处。所谓“寄托”，清代文人由于政治高压
和郁结的故明情志，往往无法直抒胸臆，多转而内

化，寄托于外物以抒发心中所念所思。陈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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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者，不止托物起兴也”[7]392，“有寄托则真精神
出，真精神出然后能透入纸背……故凡为文章，必
中有寄托而后求之法，法备矣而后成章，章成矣而

后可以论气骨、观气象、定品格、审辞令。如无寄托
而专求之章法、辞令，则亦木偶之形、侏儒之音而
已”[7]391。此外，周济等人也有同样提出“寄托”理论
的学说。屈复的《楚辞新注》把“寄托说”运用到注
疏和阐述《楚辞》，对于文句的注解，多不囿于文字
的训诂和名物的典实，而是重在阐发字句中所蕴

涵的情感。
在《楚辞新注·九歌序》中，屈复直接提到“诗
有寄托，非赋比兴也。……或君臣朋友间，言不能
尽，借酒杯，浇块礧，言在此而意实在彼，隐乎字句

之中，跃乎字句之外，千载下令人思而得之，无论

赋、比、兴，俱可以寄托，而寄托非赋比兴也。三闾
《九歌》，即楚俗祀神之乐，发我性情，篇篇祀神，而
眷恋君国之意存焉”[3]41。屈复认为，《九歌》善用“寄
托”，借祭祀神灵来抒发心系楚国之心意。而屈复
本人也凭借点评《楚辞》，化用其“寄托之法”，以屈
原之笔为由头，借题发挥，抒发其亡国离家的“遗
民情志”，其中多有羁旅之思和黍离之悲的阐发。
例如，《楚辞新注·离骚经》在“离骚”解题时，
屈复先历数司马迁《史记》和王逸、班固、应劭、颜
师古、洪兴祖、朱熹诸学者的观点，其中司马迁、班
固、应劭、颜师古和朱熹皆认为“离骚”当做遭遇忧
愁解。对于其中“离”的解释，他们认为应作“遭遇”
解。唯王逸理解为“离，别也；骚，愁也”[3]17，即将
“离”释作“离别”。屈复的观点与王逸相近，“余观
《楚辞》中作遭忧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既不难夫
离别兮’之句，则《离骚》者离别之忧也”[3]17。注疏
《离骚》“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3]37，屈复
在字词解析之后，不禁慨叹道：“仆夫愚蠢，余马无
知，俱恋故乡，而况人乎！”[3]37屈复感时伤世，内心
深处隐藏的浓烈的“遗民情怀”不便明言，只得寄
托于《楚辞》诗情，外化为对屈原去国离乡悲凉与
苦楚的表达与宣泄，用屈复本人的话，就是“夫借
酒杯，浇礧块，落墨于有章有句之中，致情于无形

无声之外”[3]62。此后，在梳理总结章节脉络时，屈复
又借题阐发，由羁旅之悲上升为亡国之痛，“日暮
止宿，忽而天晓，顾见故乡，御马犹知恋土，余独何

人，能远去乎？然天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怀

王在秦，言外盖欲遂灭秦复仇之志也”[3]38。悲愤之
情充溢于字里行间，屈原为之一片孤忠的楚怀王

为秦所掳，他挚爱的楚国也终为强秦所灭；此种经

历与身为清人、实可称明臣的屈复何其相似！“龙
车凤旗，西皇可诏，西海可期，虞夏之乐可奏，志愿

可遂，而终不忍去故乡也”[3]38，“已矣哉，莫我知矣，
又何怀乎故乡，不死而虚生乎”[3]38，屈复虽然清楚
明势已去、清朝政治已然稳固扎根，但内心深处仍
不能接受成为一员清臣，故明始终是他心底眷恋

难舍的家国故土，而痛失故国之恨也终难忘却。与
历清朝文网严密、政治苛严，屈复明合骚旨，暗愤
明事，社稷沦亡之痛楚、无力挽回之愤切、无处言
说之孤懑，正与屈原达成了强烈的精神共鸣，借由

屈原之口，一吐胸中郁悱之感。
《楚辞新注·天问校正附》分析阐述《天问》章
句时，连用十一个“此痛”句，其中多有感于相似
的亡国之悲，与家国之思相联系。例如，《天问》：
“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长？”屈复论
其“此痛己之年老，而未能归国也”[3]94。《天问》：
“天命反侧，何罚何祐？齐桓九合，卒然身杀。”屈
复注曰“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3]94。《天问》：“兄有
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屈复由己推
想其“此痛己之不肯适他国也”[3]94。《天问》：“伏匿
穴处，爰何云？荆勳作师，夫何长？”屈复哀其“此痛
楚之享国日蹙也”[3]94。《天问》：“悟过改更，我又何
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屈复则愤其“此痛楚之
必灭于秦也”[3]94。
屈原认为，《楚辞新注·九章》更是“大率多残

山剩水之思，麦秀黍离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
中，辄向黄河乱流欲渡，令人累欷增戚而不能已

已，疑若夏肆周遗之所为作。又或附凤攀龙与前
明有瓜葛者近是”[8]卷四。屈复借《九章》表达这种离
乡去国愁思，如对《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3]102

段的阐析，云：“当秋冬绪风，涉江而去。鄂渚反顾，
未济时不忍便济，沅水击汰，容与凝滞，方济时犹

不忍竟济。”[3]103两个“不忍”，道尽故土之难离，羁
旅之心酸。注疏《哀郢》，屈复常抓住诗歌中具有强
烈“家国”色彩的意象，并拈出特定的字词线牵，以
抒发黍离之悲、家国之恸。屈复批注《哀郢》，云：
“被放时人民离散，三闾亦在行中。闵其流离，因以
自伤”[3]105，“观此人民离散，因叹天命靡常，知郢都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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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亡，……自楚受封之初，终古所居，一旦长别，
安得不哀”[3]105-106，“而州土遗风，愈增悲哀”[3]106，
“即未尝须臾不哀夏屋东门，将为姑苏麋鹿之续，
诚可哀矣”[3]106，“一返无时，狐鸟不如。……其词似
和，其心愈哀矣”[3]107，“皆为夏邱门芜耳！故不曰思
郢，而曰哀郢也”[3]108。以上文句，屈复皆用“哀”、
“伤”两字，用悲悯的眼光，把百姓亡国失土后的困
苦，曲折地投影于诗歌赏鉴中；同时也借助屈原的

抒怀，寄托自己不可言说的失国之痛。在对“忽若
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3]106句理解时，屈复更
是不由自主地跳到章句之外，发出感慨道：“至今
九年不复，郁郁含戚，去国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

之久，而今竟如此之久也。”[3]107落叶归根之愿可望
而不可即，故国旧主更自知永是难返，委屈难言，

不禁寄托此句，兴慷慨悲凉、恍若隔世之叹。除了
文句的理解，《哀郢》中屈复对故土社稷的“遗民情
怀”甚至也寄托进对字词的解释中。不同于其他学
者繁琐的校勘、辨伪和考据，屈复的注疏带有鲜明
的个人色彩和独特个性。如其对于“长楸”的注解，
云：“长楸，所谓故国之乔木，使人顾望徘徊，不忍
去也。”[3]105屈复对《悲回风》的评析，也是紧扣寄托
“思念家国”之意，如文末总结道：“题是《悲回风》，
心是思楚国，故以‘思’起，以‘思’结。”[3]127屈复将
整篇《悲回风》尽浓缩归结到一个“思”字，实是以
相同之情读之，又以相似之感发之。
此外，屈复《楚辞新注》注疏《九辩》，云：“悲哉

一读。秋之为气至变衰一读。……忠臣志士，遭谗
放逐者，感事兴怀，尤切悲叹也”[3]147，“若在远行羁
旅之中，而登高望远，临流叹逝，以送将归之人。因
离别之怀，动家乡之念，可悲之甚也”[3]147-148，“别离
失职，羁旅独处，而惆怅自怜，其悲何如”[3]148等，都
是屈复通过注疏《楚辞》，以寄托心意，遥寄不可遏
制而又无处言说的家国愁思。在动辄得咎的清廷，
屈复寄托“遗民情结”于《楚辞新注》，他往往借助
注疏《楚辞》，来婉曲地表达充溢于胸的满腔悲凉
愤慨之情。屈复与屈原跨越时空，但同样有着深而
刻骨的羁旅之思、故国之痛和黍离之悲。屈复借由
《楚辞新注》，使得这种感情的抒发显得更加充沛
而隐忍、悲壮而深沉。正如《清名家诗人小传》对屈
复的评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知先生之托，固自
有出入天地而莫可穷诘者，古之伤心人，别有怀

抱，不足为外人道也”[8]卷四。其中不可道之语，屈复
尽托之于《楚辞新注》矣。

二、“屈原之志”———遗民守志的典范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除了寄托
在凭借注疏《楚辞》以抒发个人家国情怀之外；还
寄寓于对屈原精神气节的钦慕和追崇。这使得《楚
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又表现为对屈原之志极
致尊崇，而这种“屈原之志”又由屈复自我规范与
标榜为其所坚守的一种遗民志节。
明清江山易主，已成无力回天之定局。对于士
大夫而言，个体遗民志节的坚守，已成为支撑其精

神和信念的最后一道底线。屈原尽性致命、不屈志
节、虽九死尤不悔的赤诚怀忠、爱国之心，正契合
带有“遗民情结”的清代文人学者们对理想人格和
道德节操的所有完美想象。正如吴伟业所言“借他
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其驰骋千古，几不灭屈

子离忧，子长感奋”[9]1214。而身为楚系之后，且“幼好
楚辞”[3]1的“精神遗民”屈复，则更是深慕屈原精神
和气节。
第一，表现在《楚辞新注》全书素材的选取和
体例的安排上。屈复的《楚辞新注》，按照先后顺序
依次分为：“自序”、“凡例”、“屈原列传”、“屈原外
传”、“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卷一离骚
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
远游”、“卷六卜居、渔父”、“卷七九辩、招魂、大
招”、“离骚赞序”、“叙”、“叙”和“辨骚”。在注疏楚
辞前，屈复先选择了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
唐代沈亚之的《屈原外传》，以及由清代林云铭编
写、出自《楚辞灯》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
对屈原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介绍，其中多是崇
敬激赏之词，带有明显的个人倾向和鲜明的感情

色彩。《史记·屈原列传》总结屈原一生“博闻强志，
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
令；出则接过宾客，应对诸侯”[3]4，虽昏君谗臣之下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3]4，屈原终被楚怀王放逐，但
其既疏且放之后，仍“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
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3]5，太史公论及其
《楚辞》亦感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
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
涕，想见其为人”。[3]6屈复首先通过选取《屈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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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从正史的角度，确立了屈原“虽与日月争光可
也”[3]5的历史及文学地位，奠定了整部《楚辞新注》
颂扬尊崇屈原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取向。接着，屈复
又收录了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屈原外传》，文章
多是地方野史的传说和记载。其中无论是有关屈
原外貌、性情、喜好的描摹想象，“屈原瘦细美髯，
丰神朗秀，长九尺，好奇服，冠切云之冠。性洁，一
日三濯缨”[3]8；还是取自方志杂记的逸事，“遂放而
耕。吟《离骚》，倚耒号泣于天。时楚大荒，原坠泪
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
[3]8，“特千古骚魂郁而未散，故鬻熊虽久不祀，三闾
之迹，犹时仿佛占断于江潭、泽畔、蒹葭、白露中
耳”[3]9等，都补充塑造和呈现出了一个完美的、被
符号化、甚至神化了的屈原形象。选自林云铭的
“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是将屈原各个时期
的楚辞作品与楚怀王、楚襄王在位时的重大国事
相对应，以梳理并明确屈原《楚辞》诸文的成文时
间、历史背景和创作语境，正如“事迹考”篇末所言
“屈子所著之文，无先后次序考据。兹将二君在位
事迹，按年编辑……即以为屈子之年谱可也”[3]15。
在此“年谱”的编写中，亦不时会有作者林云铭主
观个人情感的倾注和表达，如“癸卯十一年……时
屈子为左徒，王甚任之。国内无事”[3]10，“丁巳二十
五年……屈子虽远迁，尚欲南行而死谏，终不得
谏”[3]12，“壬午二十一年……屈子《哀郢》篇云：‘夏
之为丘，两东门之芜。’不过十年而即验。……夷陵
之烧，何先见之明乃尔”[3]14等，屈复选择以林云铭
的这篇“事迹考”为屈原年谱，由此可见编选者屈
复本人的“尊屈”倾向和立场也十分明显。
《楚辞新注》书末屈复在注疏楚辞之后，又选
附了班固《离骚赞序》、王逸《叙》、洪兴祖《叙》和刘
勰《辨骚》。在这些文论材料的选择上，屈复的个体
倾向性是非常显著的。四段材料都充分凸显屈原
的忠爱守节之性。班固《离骚赞序》评价道：“屈原
以忠信见疑……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
骚》。”[3]180王逸《叙》盛赞道：“今若屈原，膺忠贞之
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

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
矣。”[3]181-182洪兴祖《序》论及屈原忠君爱国之心，
云：“屈原其不可去乎？……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

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
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

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

子之义尽矣。”[3]184刘勰《辨骚》亦赞道：“不有屈原，
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3]187-188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对屈原及《离骚》的评论，
其实共有两篇序，分别是《离骚解序》和《离骚赞
序》。屈复独选后者，究其原因应是出于对《离骚解
序》中部分材料的否定立场。班固《离骚解序》批评
刘安叙《离骚》“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0]9的
观点，认为“斯论似过其真”[10]9。并评论屈原的忠直
孤愤，乃“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
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
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10]9。屈
复对班固此言论是极其反对的。对班固批评屈原
“过忠自显”观点的不满态度，屈复在《楚辞新注》
中虽未明言，但多次含蓄提及并做了驳斥。如屈复
《离骚》解读认为屈原“仁至义尽，至中至正，而后
之论者，犹以为过。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窃痛
三闾不生获麟之前也”[3]39。《九章》题解又称屈原
“苦心真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犹有过论”[3]96。其中
“鄙夫迂儒”之“过论”，当是隐射指责那些不解、甚
至曲解屈原至忠至纯之性的言论。而《渔父》篇末，
屈复反驳之辞更是严厉愤激：“三闾若豫知后世之
鄙夫迂儒，必有过论者。嗟乎！汉、唐后论人，严于
仲尼，吾不知其自视居何等也！”[3]146此外，屈复还
从附录的其他三则材料中，试图间接地表明自

己的这一立场和观点。王逸的《叙》、洪兴祖的
《叙》和刘勰的《辨骚》，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班
固评价屈原“过于忠”的论点，且三人都与屈复
一样，对此观点持强烈的反对和批判态度。例
如，王逸《叙》直接批评“而班固谓之‘露才扬
己’，‘竞于群小之中……’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
洁者也”[3]181-182。洪兴祖《叙》更是言语激烈地称班
固、以及与班固有同样言论的颜之推“无异妾妇
儿童之见”[3]185。刘勰《辨骚》则评价班固此论：“褒
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翫而未覈者

也。”[3]186屈复引此三家之言，无疑是借他人之论
代己发声。
从以上《楚辞新注》所附录六则材料的选择标

准可见，屈复注疏《楚辞》，更多的是出于对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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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爱之性”的感怀和彰显。屈复正是通过对以“屈
原精神”为代表的忠节品行的重塑与诠释，使隐忍
于内心深处的“遗民情结”得以纾解和表达；同时
作为其“遗民”志节的自我规范与标榜。
第二，《楚辞新注》中屈复这种以钦慕、追崇

“屈原精神”为外在表现的“遗民情结”，也隐含投
射进了《楚辞》的具体注疏和评论中。《楚辞新注》
将对屈原忠贞峻洁人格的弘扬，作为注疏《楚辞》
的一个重要侧重方面。
屈复对于屈原“忠君情怀”的阐发，首先是通

过注解《离骚经》，分析屈原与楚国宗室之间的深
厚亲密关系。他试图以此来说明，屈原对于楚王和
楚国的忠诚，植根于由其父祖血脉而来的牢固的

宗室使命。根据《离骚》篇首屈原关于自我身世的
表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3]18屈复
注疏“舍近封而述远祖，盖言吾祖自发迹以来，未
尝败绩，与今日对照也”，“裔者，衣裾之末，故以为
远末子孙之称”，“言圣帝苗裔……皆内美也”[3]18。
屈复认为，屈原与楚王同为圣帝高阳之后裔，因此

屈原对于楚王室和整个楚国坚定的忠诚信念，源自

一种责无旁贷的家族亲缘关系。正如屈复总结《离
骚》首段时所言：“叙世系、祖考、生时、名字，有木本
水源顾名思义之意。言外见分当与国存亡也。”[3]18-19

《离骚》解读，屈复又评论道：“守死善道，日月争
光，要无愧高阳之苗裔，皇考之名字而已矣。”[3]39

同时，《楚辞新注》屈复对屈原忠义志节的极
度推崇，还体现在对屈原及其《楚辞》，多有带着浓
厚主观个人色彩的激赏赞叹之词。《离骚经》题解，
云：“夫《诗》以比、兴、赋，能持人道之穷也，然无夫
子删定之，存亡或未可知。若《离骚》之存而不亡，
自足存也。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
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离骚》有焉，尊之曰
‘经’，宜矣。”[3]18屈复尊《离骚》为“经”，其实从传
统意义上来看，《离骚》与儒家经典有很大的区别
和不同。但在屈复看来，《诗经》尚须要孔子的删选
编订来得以保存和流传；《离骚》并无人删定，却能
完整传唱于后世；且《诗经》所含教化作用在《离
骚》中也能得以体现。屈复以此提出，奉《离骚》为
“经”“宜矣”[3]18。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曾说
过：“‘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
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

文章之骨髓也。”[11]40从《离骚经》这一称谓，就可见
屈复对于屈原及《离骚》的极致肯定与赞扬。在《楚
辞新注》中，屈复常会在注疏《楚辞》的过程中，不
时的发出类似的由衷赞叹之词。如注疏《远游》，屈
复慨叹道：“……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马相如作
《大人赋》，多袭其语，然三闾所到，非相如所能窥
其万一也。”[3]139《九辩》题解，屈复亦赞道：“今读玉
所作《九辩》，闵其师忠而见放，然三闾焕若神明
矣。此亦清则寒潭千尺，峻则天外三峰。”[3]147

《楚辞新注》对“怀忠志节”的诠释，更表现在
屈复对屈原“忠诚”精神的个体领悟与表达。在屈
复看来，此“忠诚”可敬之处，在于屈原虽困于君王
疏疑及党争，怀才不用、一片孤忠，但仍不为己伤、
“奋不顾身”地坚守精忠报国的理想与志节，甚至不
恤生命，虽殒身犹未悔。屈复注疏《离骚》，云：“我之
欲引君于光明宽平之路者，岂殚一身之离殃哉，惟

恐皇舆行幽昧险隘之道而倾覆耳”[3]20，“然忠佞不
相谋，自古如斯，惟有一死，为前贤所重而已”[3]23，
“则党人之谣诼嫉妒，疏弃放逐，岂能使余心惩而
少改哉！言坚确也”[3]24。《九歌·山鬼》题解，曰：“则
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3]59《渔父》概
述段义，慨叹道：“志不受污，宁死不回也。一篇正
意。”[3]145屈复以个人的想象，跨越历史千年，来再
现和诠释屈原面临国家君王危难时的心路历程，

阐释和重塑以“忠贞”为代表的“屈原精神”的深刻
内涵。同时，屈复在《楚辞新注》中，还特意强调屈
原“不愿去国以投身他国”的忠义志节。注疏《离
骚》，屈复以屈原不侍他国的气节为论证理据，反
驳“求君”说，云：“欲使君悟俗改，楚国复兴，非徒
托之空言，拼一死以塞宗臣之责而已也。……此八
句为下一大段领袖，若作求君解，不惟无明文可

证，而三闾岂事二君哉！”[3]28《九章·悲回风》屈复则
更以屈原之口发誓死守节之愿，云：“我之所以不
去者，不为介子之复国，则为伯夷之首阳。……惟
有从古之忠臣，重石自沉，以遂彭咸之思而已。”[3]127

在“遗民”屈复看来，“怀忠守志”是为人臣者
最可贵的品质和底线，正所谓“然则忠臣、孝子、烈
妇、贞士，即仙人矣”[3]140，应该说屈复的为文和为
人是一致的。屈复祖籍楚地，以屈原后裔自居，其
曾祖为明朝礼部儒官；其父屈必旦经历明清易代，

布衣终生，隐居不仕；其叔父则为清室所杀。国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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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恨、父祖庭训，使得屈复一生坚守“遗民”之志，
不屈志节，不仕清廷。根据《蒲城县志》、《清名家诗
人小传》、《国朝先正事略》等文献记载，屈复十九
岁时，即县试童子第一，但他出乎所有人意料，立

即弃功名而去，选择用四十五年之久的奔走游历

为逃避征荐、以全志节的方式。他“一生清贫，衣食
全赖朋友、门生接济，往往灶不举火，而谈诗不少
衰，下笔千言，警句奇辟，大率从饿腹中涌出”[12]750。
其间，虽有刑部尚书张廷枢、刑部右侍郎杨超、怡
贤亲王等清室达官显贵推荐征召，但屈复坚不应

征，甚至“武陵冢宰杨公，奇其才以鸿博荐，三征不
起”[5]391-392。屈复一身铮铮傲骨，终生恪守其“遗民
之志”，正如《清诗别裁》诗评总结道：“不屈志节，
固有守之士也。”[13]504应该说古代众多《楚辞》注疏
者，往往是通过注疏《楚辞》来“观看”屈原；而屈复
则是将个体的忠节观映照在屈原身上，以“为臣尽
忠，不去他国”的“屈原精神”作为“遗民守志”效法
的典范与自我勉励。
屈复撰著《楚辞新注》，“三月而毕”[3]1，成书如
此之迅速，当是屈复已自发把注疏《楚辞》作为一
种纾解自我“遗民情结”的途径与方式，并当做寄
托个人“遗民情志”的特殊载具。《楚辞新注·自序》
中屈复通过家族历史的回溯，以楚人后裔自称，注

疏中更流露出以屈原为屈氏宗族的精神领袖，进

而以骚圣后裔自居和自我标榜。《楚辞新注》字里
行间常常流露出一种与屈原异代同心、感同身受
的“黍离之悲”，这是屈复“遗民心境”的写照与感

触；而屈复所高度肯定、钦慕推崇的忠君忧国的
“屈原精神”，更是“精神遗民”屈复自我激励、砥砺
志节的信念和精神支柱。总之，《楚辞新注》中强烈
浓厚的“遗民情结”使它染有屈复独立独行的个人
色彩，在清代众多楚辞注疏中显得尤为突出，含蓄

深沉、情志高远、极富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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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ent Complex in Qu Fu’s Meanings and Commentary of Chu Ci
SHI Zhong-zhen

(Center of Chu Ci Research,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Seen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Qu Fu did not co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perdition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Qing Dynasty, and was a complete adherent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in Qu Fu’s works,
there is often sentimental emotion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namely “adher-
ent complex”. Qu Fu shows strong adherent complex in Meanings and Commentary of Chu Ci which he worked in old
age. The spontaneous subcommentary complex flexion of Chu Ci, as a way to relieve “adherents of complex”, and as car-
rier of his personal “adherents of emotion”. In this paper, between the lines often was a different generation, and Qu
Yuan concentric empathy “grief”, “bend complex portrayal and feeling their mood”; and the height of affirmation and ad-
miration of complex Qu respected about loyalty “Qu Yuan spirit”, is the spirit of their self motivation and temper the
great Qu Fu faith and spiritual pillar. The strong adherent complex in Meanings and Commentary of Chu Ci makes it
with a lonely color, and many songs in the exegesis of Chu Ci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subtle and
deep emotion, lofty, and full of personali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Qu Fu; Meanings and Commentary of Chu Ci; Adherent Complex

屈复《楚辞新注》中的“遗民情结”

75


